《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政府间事权划分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全局”

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政府间事权划分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全局”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18日  记者：王尔德

[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EERE
SRERAK

SERE s R TSR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并明确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的地位，从而也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位置。
今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提出要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部门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这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和艰难性的改革课题，这也是我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与陈旭东合著）一书重点讨论的话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对记者说。
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中，田国强提出了“明道、树势、优术、抓时”的四位一体改革方法论。田国强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势和时已初步形成，还需要道与术的配合，即明确改革的愿景、目标、战略，注意改革的方式、方法，才能将财税体制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引向深入。
他建议，随着财税改革的推进，地方税体系在弱化，未来应重构地方的主体性税种。“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

事权划分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
《21世纪》：分税制的前提是事权的划分，但从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以来，二十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依然不是特别明晰？
田国强：1994年分税制改革还是以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为重点的，其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尽管有过多次的微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下贯通、一一对口的事权分布格局。这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关。与联邦制国家相比，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更具有权威，而在我国独有的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县市和乡五级政府架构下，中央的这种权力触角又可以通过上下对口的机构设置直通底层。
在这一国家结构和政府架构之下，大量的事权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容易出现权力责任错位、要权却不担责、互相扯皮推诿的现象，从而中央的很多政令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很多好的政策目标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并且，一直以来，我国单纯依靠政令、政策来实施政府间的各项权责，也缺乏稳定性、规范性，迫切需要用法律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并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和法律程序，为制定纵向的权责清单提供法律依据而不仅仅是上下级工作意义上的划分。
因此，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关系调整，已经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部门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
《21世纪》：你认为，应该依照什么标准来划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事权？
田国强：不同国家受各自历史、文化、政治等特定国情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但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围绕以下三个基本原则来处理此议题：
一是外部经济性。政府的基本职责可用两个词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这二者都需要公共产品来实现，而公共产品具有外部经济性，而这种外部经济性也存在着受益或影响范围的差异，从而就存在一个事权分布的最适度。即，那些全体民众受益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等应统一由中央政府负责，而那些以特定区域民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消防、治安等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对于外部性是跨区域的公共服务如环保、部分社保，则应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
二是信息有效性。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往往更加了解所辖区域内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特定偏好和不同需求。面对不同事项所对应的不同信息分散分布情况，其监督成本尤其是信息成本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则是信息越不易对称、处理越复杂的事项应该赋权由地方政府来单独或与中央政府合作管理。这也是乔治·施蒂格勒—夏普的最优分权论所持的基本观点，即地方政府分权的必要性。
三是激励相容性。一个好的事权划分体系，应该是使所有参与主体按照自身的目标和利益动机去运作，也就是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也就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最早提出的“激励相容”概念。
在此基础上，国家还应该通过法律形式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加以明确地界定，使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和规范性，如果需要调整需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方可进行。

未来省级政府应以消费税为主
《21世纪》：“分税制”对应的是“分钱制”，我们过去在实践分税制的过程中，通过从事权与财权、事权与财力到事权与支出责任对分税制进行了适应性调整。有观点认为，前述调整一定程度上使分税制已经退回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的分钱制了。对此，你怎么看？
田国强：这里，你提到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四个基本要素：事权、财权、支出责任、财力。前二者对应权，后二者对应钱。分权和分钱，从而是界定和衡量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在多级政府体系下，事权划分是整个财政税收体制的运转基础，基于此来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进而通过转移支付等来调剂上下级政府的财力盈缺，使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其实，即使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也不仅仅是分钱可以涵括的，其时也伴随着权力的下放。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主基调就是放权让利，财税体制从而也是从中央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的，然而1980年至1993年间五花八门的财税包干体制、极度紊乱的财政运行体制，使得分权缺乏规范性，分钱缺乏一致性，二者也未能很好地匹配，使得中央财政限入空前困境。
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提升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当然也是1994年这场改革主导者的初衷之一。从大的趋势上来看，这与我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与各国强调中央税权约束地方税权的税权治理共性也是一致的。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的财权压缩而支出责任却不断增加。面对自上而下不断累加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财政和增加收费项目，来填补缺口，偏离了现代公共财政的发展轨道。
所以，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仅仅是分钱了事，必须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事权和财权的结构性再分配，不能将地方事权压得过重而财权统得过死。从而，一方面要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做出科学合理的法律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则要赋予地方一定的相对独立税权。
《21世纪》：从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到2012年的增值税改革，地方税体系在逐步弱化，未来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重构地方的主体税种？
田国强：确实如此，“营改增”将地方重要税种营业税改为了中央占大头的增值税之后，地方财政又少了一大块收入。所以，重构地方的主体税种有其必要性，应该将那些对地方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的、地方更容易掌握充分信息、税基也相对更加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作为参照，美国州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是销售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则是财产税，教育经费主要也是由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提供的。
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具体来看，房产税改革、环境税改革等的推进，将有利于培育地方财力。当然，如前所述，在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税权的同时，也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对地方税权的监督与约束，防止税权滥用。

应该考虑给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21世纪》：三中全会《决定》在财政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中，提到要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你认为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
田国强：发挥好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质上是如何处理好财政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高度集权和过度分权，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使中央和地方在求解各自目标函数的过程中实现整体福利的改进。
立足中国国情，在实行中央集中较大税权的前提下，逐步赋予地方适当税收立法权的模式是可取的改革路径。前者可以极大地调动中央的积极性。当然，在中央集中税权的同时，也要通过更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均衡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下一步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流动提供保障。
目前的税收立法权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这有防止地方滥用此权力的考量，但显然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探索建立完整的地方税体系。随着税收法治化、预算民主化的推进，应该考虑给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尽管各国的税权分配模式和分散程度有所差异。
当然，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应该仅限于省一级，并且必须受到中央的监督和制约，新设税种应以地方税收法规形式予以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中央政府或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对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税收法规予以废止或责令修改。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财税体制不能发挥了政府的积极性，却打压了市场和个人的积极性。比如，现有的按每一个人来缴纳所得税的方式，就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按家庭收入，扣除家庭的赡养负担等基本支出之后再计税。这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华人文化圈已推行多年，是鼓励赡养老人、弘扬传统孝道的有效举措。
